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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往关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分析子女对父母的赡

养，而很少讨论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以及这种帮助对传统赡养关系的影

响。本文在分析“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在２０１２年的试调查数据后发现，

现在中国父母正在从经济和小孩照料等方面向他们的成年子女提供各种形

式的帮助，而且父母的帮助（特别是小孩照料）对是否能够得到子女赡养和赡

养的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分城乡的比较研究发现，父母的帮助对子女赡养行

为的影响在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社会现代化程

度的提高，中国家庭养老赖以维持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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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中国的子女对父母持续而广泛的赡养行为很早就得到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关注（费孝通，１９８３；Ｌｅｅ，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Ｂｉ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但相比
之下，代际支持的另一面，即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却很少进入学者
的研究视野。罗根等（Ｌｏｇ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认为，中国家庭是以父母为
中心，代际资源流动的主要方向是自下而上的，父母对子女的帮助则是
相对次要或不重要的。朱敬一和于若蓉（Ｃｈｕ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０）也认为，
这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主流观点。
近些年来，这种自下而上的代际交换关系却发生了明显变化。不

仅学术界关于子女不孝的讨论日渐增多（郭于华，２００１；陈柏峰，２００９），
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父母反而在向他们的
成年子女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如提供住房、帮做家务和带小孩等（怀
默霆，２００１；许琪，２０１３）。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啃老”，并认为子
女的“啃老”行为是对父母的“代际剥削”（阎云翔，２００６），是对传统孝道
伦理的进一步挑战。但也有学者认为，称子女单方面“啃”父母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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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准确，因为在“责任伦理”的驱动下，父母不会对子女的困难坐视不
理，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父母在把子女“扶上马”（养大成人）以后主动
要求“再送他们一程”（杨善华、贺常梅，２００４）。
我们暂且不论当前中国家庭普遍出现的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流动

是子女在“啃”还是父母在“赠”，或者二者兼有，这一现象本身至少说明
中国传统的代际交换关系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发生这一变化之
后，原先占主导地位的赡养关系是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就特别值得
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既有的关于中国家庭养老的理论研究大多是基于费孝通（１９８３）提

出的“反馈模式”。在反馈模式中，父母对年幼子女的养育和子女对年
老父母的赡养构成了因果关系。换言之，子女养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陈皆明，１９９８）。但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对
子女的恩情并不会随着子女长大成人而宣告结束，实际上，父母的恩惠
将一直持续到子女结婚生子甚至更长的生命历程（杨善华、贺常梅，

２００４）。如果说父母对年幼子女的悉心照料和谆谆教诲能够让他们始
终铭记于心，并在若干年后渴求予以回报的话，那么父母在子女成年以
后施加的各种恩惠也有可能收到类似甚至更好的效果，因为与抚育年
幼子女相比，父母从帮助成年子女到接受子女帮助的时间跨度更短，所
以，从理论上看，父母的这种帮助很有可能会对子女的赡养行为产生更
为直接的影响。
除此之外，反馈模式还认为，“养育”和“赡养”是延时性代际互惠关

系的两个基本环节。实际上，在养育和赡养之间，还存在一段非常重要
的子女不需要父母养育、父母也尚不需要子女赡养的阶段。在笔者看
来，这个阶段的代际交往对于维系和谐稳定的代际关系并确保子女赡
养父母非常重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持续帮助
有可能会成为联结“养育”和“赡养”的重要一环。
最后，在“养育—赡养”的反馈模式中，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养育，

还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都是无条件的，或者说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郭于华，２００１）。如果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已成为影响子女赡养水
平的重要因素，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那种无条件的赡养关系也
已不复存在。换言之，随着父母开始持续而广泛地向他们的成年子女
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子女可能会将是否得到父母的帮助作为履行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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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责任的条件和前提，这将会对日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非
常深远的影响。综上所述，在代际资源流动的方向出现倒转的背景下
研究中国传统赡养关系的变化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对赡养行为的三种理论解释
对于子女的赡养行为，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第一种理论认为，子女赡养父母的主要目的是继承父母
的财产，所以，那些经济条件较好和财产比较丰厚的父母更可能得到子
女的关心和照顾。伯恩海姆等（Ｂｅｒｎｈｅｉｍ，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进一步指出，父
母可以通过控制财产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例如，父母可以
承诺将更多的财产传给孝顺的子女，或者以剥夺不孝子女的继承资格
威胁子女并确保顺从。
这个理论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经济现实考虑，对丰厚遗产的期待

确实可能会促使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倍加关怀。但无论在哪一个社
会，家境殷实的家庭毕竟是少数，对绝大多数父母而言，他们并没有很
多财产作为与子女讨价还价的资本（陈皆明，１９９８）。既然如此，那在中
国为何子女仍然愿意在没有多少经济补偿的情况下照顾自己的父母？

很显然，这个理论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不仅如此，朱敬一和于若蓉
（Ｃｈｕ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０）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父母并没有像该理论所预言
的那样将财产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相反，他们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
策略，即在分家时就早早地将绝大部分财产转移给下一代。研究发现，
中国父母的这种“不理性”做法不仅没有使他们失去对子女的控制，反
而会促使子女日后给予更多的经济回报（Ｃｈｕ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０）。由此可见，对
财产的严格控制并非中国父母始终能够得到子女赡养的主要原因。
关于子女赡养的第二个理论认为，代际存在广泛的商品和服务的

交换，父母之所以能够得到子女的支持是因为他们同时也在为子女提
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如经济帮助、家务劳动和孙子女照料等（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所以，从这个理论来看，代际交往可以视为一种即时性
的代际互惠行为，子女赡养父母是因为他们对父母也有所求，特别是在
这种需求无法在市场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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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一部分代际的交换行为，即使在代际关系比较
松散的美国，短期内父母与子女之间礼尚往来和互帮互助的现象也并
不罕见（Ｌｅｅ，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但是，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帮助需要以另
一方的及时回馈为条件，就意味着交换双方必须都拥有一定价值的物
品以从对方那里换取好处（陈皆明，１９９８）。但对老年人来讲，他们恰恰
是在最缺乏回报能力的时候最需要子女的帮助。所以，如果严格按照
此原则，高龄或羸弱的老人几乎不可能从子女那里获得帮助。既然如
此，在中国为什么子女愿意为贫困、年迈或羸弱的父母提供帮助呢？很
显然，我们需要寻找其他理论来回答这一问题。
与前两种理论将家庭成员视为各自为战的“经济理性人”不同，关

于子女赡养的第三种理论认为，子女赡养父母是在履行家庭义务，而不
以获取即时或未来的经济补偿为目的。这个理论将家庭视为一个具有
高度利益一致性的合作群体（Ｌｅｅ，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而群体团结则有赖于
家庭成员对家庭整体的高度认同和对家庭义务的无条件履行（陈皆明，

１９９８）。父母的义务在于对年幼子女的养育，而作为回馈，子女的义务
在于对年老父母的赡养。所以，从这个理论看，父母和子女之间似乎就
一种延时性的代际互惠关系（即养育和赡养关系）达成一个不成文的
“协议”，双方对这一协议的共同遵守确保了家庭共同体的有效运行。
在很多学者看来，上述关于子女赡养的第三种理论比较符合中国

国情（Ｌｅｅ，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陈皆明，１９９８），费孝通（１９８３）所勾画的“抚养—
赡养”的“代际互惠模式”是对这一理论更加形象的说明。但是，如果说
中国父母和子女确实就养育和赡养存在某种非正式协议的话，那就意
味着：第一，从养育阶段结束到赡养阶段开始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所
以子女的回报必然是延时性的；第二，子女施以回报之日通常也是父母
年老体衰之时，所以子女的回报通常是不计报酬的，或者说是受利他主
义情感支配的。既然如此，如何才能确保子女在接受父母养育之恩的
若干年后，并在没有太多经济回馈的条件下依然愿意忠实地履行这份
协议呢？

（二）确保子女赡养的两条途径
从理论上看，保障协议执行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对违约方施加

足够严厉的惩罚。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法律都对子女的赡养责
任有明确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颁布的《婚姻法》和《老年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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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障法》也规定老人有要求子女赡养的权利，而且子女也有相应的赡
养老人的义务（王跃生，２００９）。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由于中国法律
并不愿意过多介入家庭事务，而且在“无讼”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法律
对赡养行为的约束力并不大，在民间真正起作用的实际上是道德（Ｃｈｕ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０）。
众所周知，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

要素，“孝”被赋予极为崇高的道德意义和价值内涵。在这种情况下，子
女不孝就是大逆不道，不仅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且会失去亲
属群体的支持和在熟人社区内部安身立命的根本（瞿同祖，１９８１）。所
以，在很多学者看来，传统社会对孝道伦理的高度推崇，以及与之相关
联的道德评价机制是保障子女履行赡养责任的关键所在（Ｗｈｙｔｅ，

２００４）。
不过，除了通过孝道伦理对子女的赡养行为进行外部约束之外，在

笔者看来，确保子女赡养父母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代
际关系，并从内部强化子女对父母的感激之情。从这个角度看，父母对
成年子女的持续帮助对获取子女赡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与其他形式的代际交换相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也需要建立

在良好代际关系的基础上。代际的亲密关系不仅有赖于血脉相连这一
基本的生物学事实，还取决于两代人对这一关系的有效维持和经营。
在子女养育阶段，父母的无私奉献为代际关系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但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从养育阶段结束到赡养阶段开始尚需经历
一段漫长的过渡期。所以，如何在这段时期内维持与子女的良好关系
是摆在每个中国父母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西方，父母对子女的养
育通常在子女成年以后就宣告结束，但在中国，子女成年以后依然可以
得到父母的持续帮助。中国父母不仅要为子女的工作和婚姻操心，甚
至在子女成家立业之后还会适时地帮他们做家务和带小孩（杨善华、贺
常梅，２００４）。虽然从动机上我们无从判断父母的这些帮助是纯粹出于
对子女的关心爱护，还是出于其他考虑，但不可否认的是，父母所提供
的每一次帮助本身在客观上都会进一步认定和强化双方的亲密关系，
而这种亲密代际关系的维持对他们日后获取子女的回报无疑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其次，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４）在论述代际交换时曾经指出，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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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社会交换不同，代际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受利他主义情感的支配。
对一个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成年子女而言，他的效用函数为：

ｕ（ｙｃ－Ｔ）＋λｖ（ｙｐ＋Ｔ）
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自己的效用ｕ（ｙｃ），其中ｙｃ 是自己拥有的资源；
二是父母的效用ｖ（ｙｐ），其中ｙｐ 是父母拥有的资源。当发现将自己的
一部分资源Ｔ（包括时间和金钱）转移给父母能够提高父子两代人的
整体福利时，赡养行为就会发生。
但是，由于绝对的利他主义者并不存在，这个成年子女是否赡养

父母，以及赡养水平的高低除了受双方各自掌握资源多少的影响之
外，还会受父母在子女心中权重，即λ的影响。根据莫斯（Ｍａｕｓｓ，

１９５４）关于人际关系中有普遍回馈倾向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λ是
子女曾经所受父母恩惠的函数，也就是说，父母曾经给予子女的恩惠
越多，父母在子女心中的地位就越重，他们日后回馈父母的倾向也越
强烈。除此之外，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９１）还指出，父母避免子女逃避
赡养责任的一个有效办法是让不孝子女感到愧疚。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可以赋予λ一个全新的理解，即，将λ视为子女因不孝所可能遭
受的内心谴责。很明显，这种谴责也很有可能会随他们所受父母恩
惠的增加而上升。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与父母的养育之
恩相同，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持续帮助有助于在子女内心树立起一个
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从而避免不孝行为的发生。基于此，本文提出
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在成年以后得到父母帮助的子女会向父母提供更高水平

的赡养。

（三）城乡差异
前文论述的两种机制都能强化子女的赡养行为，但在不同的社会

情境下，这两种机制的作用效果并不相同。在传统社会，孝道伦理和在
熟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评价机制对子女的赡养行为有很强的

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只是锦上添花，因为即
使没有这些帮助，子女也很难逃避赡养责任。
然而，自近代以来，以“孝”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不仅在接连不断

的政治运动中遭到严重破坏（Ｗｈｙｔｅ，２００３），还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
程中不断遭受经济增长和外来文化观念的强烈冲击（阎云翔，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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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已经发现，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
不断提高，传统文化观念对年青一代的约束力正在不断被削弱，而消费
文化和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则在悄然兴起（阎云翔，２０１２）。不仅如此，

工业化和现代化也改变了年青一代对代际关系的传统认知，哺育和反
哺的传统公平逻辑已不再被年轻人接受，赡养父母也已不再被视为天
经地义的事情。与之相对，年轻人更看重在完整的代际交换链条中的
交换公平。换言之，他们对父母的赡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视他们在长
大成人以后能否继续得到父母的帮助以及这种帮助水平的高低而定

（郭于华，２００１）。

１．这种分析策略已被多位社会学家使用。例如，吴晓刚和谢宇（Ｗｕ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０３）曾比较不
同地区教育回报率的差异来说明市场化过程中教育回报率的上升。

综上所述，在传统社会中，孝道伦理以及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
社会评价机制是确保子女履行赡养责任的主要影响因素。然而，在现
代社会中，随着孝道的衰弱和熟人社会的解体，道德的约束力量已经越
来越弱，而父母的持续帮助对获取子女赡养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强。
基于这个判断，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中国传统
赡养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可能已经发生变化，而准确把握这种变化对
我们判断家庭养老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

从方法上讲，要研究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传统赡养关系的变化，我们
需要获得多个时点的历史调查数据，并对不同时期的家庭养老状况进
行比较研究。但关于传统中国社会家庭养老状况的调查数据已无法获
得，所以，我们目前已无法进行这种分析。鉴于这种情况，本文采取了
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分析策略，１即通过城乡之间的对比研究来描述
从传统社会变迁到现代社会过程中家庭赡养关系的变化。虽然近些年

来农村和城市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但相比之下，农村依然保留了

一些传统社会的特征，而城市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标准（Ｗｈｙｔｅ，２０１０）。不

仅如此，我们认为城市子女寻求父母帮助的愿望也更加迫切。因为一方

面，城市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导致子女在经济上和住房上对父母有更

多的依赖；另一方面，城市女性普遍就业的现实也导致城市已婚子女迫

切需要父母帮助做家务和照看小孩（许琪，２０１３）。基于这些讨论，我们

认为，在城市中，接受过父母帮助的子女更有可能向父母提供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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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赡养，由此形成了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２：是否在成年以后获得父母帮助对子女的赡养行为有显著
影响，但这种影响城市强于农村。

三、数据、变量和分析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ＣＬＡＳＳ）在２０１２年的试

调查数据。ＣＬＡＳＳ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负责设计，并由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的一项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全

国性大型社会调查。调查以区／县为初级抽样单位，村／居委会为次级
抽样单位，并通过“地图地址法”绘制入样村居的末端抽样框，最终在抽
中的地址内随机选择一名年龄在６０岁及以上的老人作为受访对象。
调查的内容包括老年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养老规
划与安排、与子女的代际关系等多个方面。

ＣＬＡＳＳ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基线调查于２０１４年正式开始（数据尚
未发布），在这之前已经分别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进行了两轮试调查，本
研究使用的是２０１２年的试调查数据。虽然从样本量和代表性的角度
讲，本文使用的ＣＬＡＳＳ在２０１２年的试调查数据可能不如国内的一些其
他调查，如“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和“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ＣＦＰＳ），但ＣＬＡＳＳ是目前公开可使用的数据中唯一一个问及父母曾
经给予成年子女帮助的数据。其他同类调查数据（如ＣＨＡＲＬＳ和ＣＦＰＳ）
虽然也询问了父母给成年子女的帮助，但问的都是正在给予的帮助，而
不是曾经给予的帮助。利用这些数据我们无法对本文最为核心的理论
问题进行研究。综合这些考虑，本文最终选择了ＣＬＡＳＳ数据。ＣＬＡＳＳ
在２０１２年的试调查总共访问了１　１２６位老人，并询问了老人与每个子女
的交往情况。考虑到本文研究问题的需要，我们去除了数据中没有成年
子女的老人。在进一步删除缺失值以后，总共有１　０４９位老人的２　６９１位
成年子女成为我们最终分析时所用的样本。

（二）变量和分析方法
从理论上看，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

藉三个方面，因而本文设计了三个因变量来分别对应子女在这三个方
面对父母的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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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中，与经济支持相对应的问题是“过去一年子女给父母经济
支持的数额”。但考虑到该变量存在比较明显的０值堆积和偏态分布，
我们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分析策略：一是仅对子女是否给予经济支持进
行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二是对经济支持数额取对数以降低偏态
分布的影响，并通过Ｔｏｂｉｔ模型对没有给予经济支持的子女进行删失
（ｃｅｎｓｏｒ）处理。在下文我们将同时汇报这两种分析的结果。
与生活照料相对应的因变量是“过去一年子女帮父母做家务的频

率”，选项有５个，分别是“几乎没做过”“一年几次”“每月至少一次”“每
周至少一次”和“几乎天天帮助”，分析时分别赋值为１分、２分、３分、４
分和５分，并使用标准的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最后，与精神慰藉相对应的因变量是“过去一年子女与父母见面的

频率”，选项有６个，分别是“很少见面”“一年几次”“每月一次”“每个月
几次”“每周至少一次”和“几乎天天联系”。分析时分别赋值为１分、２
分、３分、４分、５分和６分。与之前相同，我们也使用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模型对之进行分析。
在自变量方面，本文最核心的自变量是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

在中国的情境下，这种帮助通常包括经济帮助和小孩照料两个方面。
首先，就经济帮助来说，问卷询问了受访老人“是否曾在子女买房或盖
房时给予帮助”，这是一个二分变量，包括“是”和“否”两个选项。其次，
就孙子女照料来说，如果受访老人的子女有１６岁及以上的小孩，问卷
会询问他们在这个小孩未满１６岁前是否提供过照料。从原则上看，这
也是一个二分变量，但考虑到有些子女还没有小孩或小孩尚不足１６
岁，我们增加了“不适用”这个选项。
除了询问老人曾经给予子女的帮助之外，问卷还询问了老人“在过

去１２个月内是否给过子女经济上的帮助”以及“是否帮子女照顾过１６
岁以下的小孩（如果有的话）”。根据之前的理论分析，老人正在给予子
女的这些帮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换取子女的回报，所以这类帮助也
应纳入分析。但与本文着重分析的那种延时性的代际互惠不同，这种
代际交换更类似于一对一的即时交换，或者说是在老人尚有回馈能力
的情况下进行的交换。
最后，除了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之外，本文在分析时还纳入一些

控制变量。其中父母层面的控制变量有父母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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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年限、职业类型、年收入、生活自理能力、自评健康状况和存活子
女数量；子女层面的控制变量有子女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
限、经济状况和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分城乡对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的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分城乡对父母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农村 城市 合计

性别（％）
　男 ４８．２　 ４８．１　 ４８．１
　女 ５１．８　 ５１．９　 ５１．９
年龄（岁）
　均值 ６６．７（５．７） ６８．３（７．１） ６７．７（６．６）
婚姻状况（％）
　有配偶 ７８．２　 ７８．９　 ７８．７
　无配偶 ２１．８　 ２１．１　 ２１．４
受教育年限（年）
　均值 ４．９（４．０） ９．６（４．８） ７．７（５．１）
职业（％）
　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 ６．９　 ４５．２　 ３０．２
　普通非农职业 ９．５　 ３１．３　 ２２．８
　农民 ７４．６　 ９．２　 ３４．７
　其他不便分类的职业 ９．１　 １４．４　 １２．３
年收入（千元）
　均值 ９．１（１１．９） ２７．３（２１．６） ２０．２（２０．５）
生活是否能自理（％）
　是 ５５．３　 ５９．１　 ５７．６
　否 ４４．７　 ４０．９　 ４２．４
自评健康（％）
　很不健康 ６．４　 ２．３　 ３．９
　比较不健康 ２９．３　 １８．４　 ２２．７
　一般 ２７．４　 ３８．１　 ３３．９
　比较健康 ２８．４　 ３１．９　 ３０．５
　很健康 ８．６　 ９．２　 ９．０
存活子女数（人）
　均值 ３．２（１．４） ２．３（１．１） ２．６（１．３）
样本量（人） ４０９　 ６４０　 １　０４９
　注：１．父母的婚姻状况包括未婚、同居、已婚、分居未离婚、离婚和丧偶６个类
别，分析时将同居和已婚合并为“有配偶”，其余视为“无配偶”。

２．受教育年限根据学制由教育程度转换得到，具体来说：文盲为０年，小学
和私塾为６年，初中为９年，中专和高中为１２年，大专及以上为１６年。

３．在原始问卷中，父母的职业有１２个类别，分析时对那些地位比较接近且
频数较少的职业进行了合并，具体来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
人员、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医生与教师、其他专业技术人员４类
合并为“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生产与制
造业一般职工、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农村外出务工人员４类合并为“普
通非农职业”，“农民”单独为一类，其他类别合并为一类。

４．数据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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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分城乡对子女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农村 城市 合计

性别（％）
　男 ５３．２　 ５１．３　 ５２．１
　女 ４６．８　 ４８．７　 ４７．９
年龄（岁）
　均值 ４１．１（７．４） ４２．１（８．５） ４１．７（８．０）
婚姻状况（％）
　有配偶 ９３．３　 ９１．９　 ９２．５
　无配偶 ６．７　 ８．１　 ７．５
受教育年限（年）
　均值 ８．１（３．５） １２．８（３．４） １０．８（４．２）
经济状况（％）
　非常困难 ３．４　 ０．６　 １．８
　比较困难 １５．６　 ７．２　 １０．７
　基本够用 ５４．４　 ４５．５　 ４９．３
　比较宽裕 ２５．１　 ４２．０　 ３４．８
　非常宽裕 １．５　 ４．８　 ３．４
居住距离（％）
　同村居 ４１．２　 ２０．３　 ２９．２
　同乡镇街道但不同村居 １２．８　 ５．６　 ８．７
　同区县但不同乡镇街道 １５．８　 １６．８　 １６．４
　同市不同区县 １２．８　 ３６．２　 ２６．３
　其他城市 １７．４　 ２１．０　 １９．５
样本量（人） １　１４０　 １　５５１　 ２　６９１
　注：１．原始问卷中子女的婚姻状况有５类，分析时将已婚且和配偶同住、已婚

但因其他原因分居（如在外打工）合并为“有配偶”，将从未结婚、离婚或
因婚姻问题分居、丧偶合并为“无配偶”；

２．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处理方法与父母相同；
３．分析居住距离时将子女住在本省、外省和国外三类合并为“其他城市”。
４．数据括号内为标准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ＣＬＡＳＳ同时询问了受访老人与多个子女
的代际交往情况，而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的信息通常具有一定程
度的相关性（许琪，２０１５），这就违背了常规统计分析方法要求各观测值之
间相互独立的经典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常规的统计检验方法会低估回
归系数的标准误，从而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Ｒａｕｄｅｎｂｕｓｈ　ａｎｄ　Ｂｒｙｋ，

２００２）。为了进行正确的统计推断，本文使用“随机效应模型”（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来刻画多个子女之间的相关性（Ｒａｂｅ－Ｈｅｓｋｅｔｈ　ａｎｄ　Ｓｋｒｏｎｄａｌ，

２０１２）。除此之外，笔者还尝试使用“固定效应模型”（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对“随机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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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结果

（一）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
中国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中国家庭代际交换

中相对次要或不太重要的部分（Ｌｏｇ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然而，近些年来，这
种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从表３可以发现，样本中有２３．４％的子女在
买房或盖房时曾经得到父母的经济帮助，在过去一年内就曾得到父母经
济帮助的子女比例也接近三成。从小孩照料这个方面看，父母对成年子
女的帮助更加普遍。调查显示，年龄达到或超过１６岁的小孩中有接近

２／３的比例曾经接受过祖父母的照料，对那些年龄不足１６岁的少儿来
说，他们中也有约一半的人正在得到祖父母的照料。分城乡来看，无论
是经济帮助还是小孩照料，城市子女得到父母帮助的比例都高于农村，
这反映了城市子女在经济帮助上和小孩照料方面对父母有更多的依赖。

表３：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
农村 城市 合计

曾经给予的帮助

　为子女买房或盖房提供经济帮助 １６．８　 ２８．２　 ２３．４
　照顾１６岁以下的孙子女（如果有的话） ５６．２　 ６６．１　 ６１．７
正在给予的帮助

　给予钱、食品或礼物 ２１．５　 ３５．２　 ２９．４
　照顾１６岁以下的孙子女（如果有的话） ４１．６　 ５５．２　 ４９．０

　　在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只有一个可以帮助的对象，但在多子女家
庭，父母在决定帮助谁和不帮助谁时可能面临一定的权衡取舍，在这种
情况下，究竟谁更可能得到父母的帮助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们通
过固定效应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多子女家庭中父母的帮助和子女特征的关
系。从表４可以发现，与儿子相比，女儿较难得到父母的帮助，所以，父
母在选择帮助对象时，依然会受到中国传统父系家庭观念的影响。除
此之外，子女的年龄、婚姻状况和与父母的居住距离也对能否得到父母
帮助有显著影响。不过，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却并不
显著。从理论上看，如果父母帮助子女是一种无私的利他行为，那么社
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子女应该更可能成为受助对象；如果父母的帮助主
要是为了换取子女的回报，那么他们更可能帮助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
好的子女。由于分析结果显示，子女的教育和收入对能否获取父母的
帮助没有显著影响，所以我们目前无法判断父母帮助子女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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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父母在帮助子女时同时具有利他和利己两种动机，
二者中和以后导致不显著的分析结果。

表４：基于固定效应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分析
曾得到父母
经济帮助

父母曾帮助
照顾孙子女

正在得到父母
经济帮助

父母正在帮助
照顾孙子女

女儿 －２．０５６＊＊＊ －０．３３６ －２．２３８＊＊＊ －１．６８７＊＊＊

（０．２５５） （０．２４７） （０．３０１） （０．２８１）

年龄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６＊＊ －０．１３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７）

有配偶 １．６１４＊＊ ０．３１５ －２．２４６＋ ０．０３３
（０．５５７） （０．４９８） （１．３１２） （１．０７４）

城市户口 －０．２６４ －０．３２５　 １．６６５＊＊ ０．１８５
（０．５０５） （０．５６１） （０．５９８） （０．７０４）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１）

经济状况 －０．３２７ －０．２３３　 ０．１２７ －０．３１４
（０．２４８） （０．１９２） （０．２６５） （０．２５６）

居住距离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８ －０．５５６＊＊＊ －０．６８３＊＊＊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６）

子女数 ５４１　 ３０４　 ４７４　 ４８９
父母数 １７９　 ９７　 １３９　 １８０

　注：１．固定效应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必须在多子女家庭进行，且要求多个子女获得
父母帮助的情况有所不同，即父母每个子女都帮或一个都不帮的情况
都需要排除在外，这导致模型分析的样本量大为减少。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二）父母的帮助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
前文的理论分析曾经指出，无论父母对子女的帮助是出于对子女

的关心，还是出于其他考虑，它都对维持良好的代际关系和激发子女的
感激之情有重要影响，既然如此，那么父母的帮助是否真能提高子女的
赡养水平？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对父母的帮助和子女赡养行为之间
的关系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４可以发现，无论是对曾经得到过
父母帮助的子女而言，还是对正在得到父母帮助的子女来说，他们给予
父母经济支持的比例和数额、经常照顾父母的比例和探望父母的比例
都明显高于那些从未得到父母帮助的子女，且从统计检验结果看，绝大
多数组间差异都是统计显著的。由此可见，至少就双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分析来看，本文的假设１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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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父母的帮助对子女赡养行为影响的双变量描述性分析
给予经济支持

％ Ｓｉｇ

经济支持数额

元 Ｓｉｇ

经常照顾父母

％ Ｓｉｇ

经常探望父母

％ Ｓｉｇ
曾经得到的帮助

　经济帮助
　　是 ８０．９　 ２　２４７．０ ＋ ３０．７ ＊ ７６．０ ＊＊＊

　　否 ７８．７　 １　８２４．３　 ２６．４　 ６１．８
　孙子女照料
　　是 ８３．２ ＊＊＊ １　７６４．２ ＊＊＊ ３１．１ ＊＊＊ ７０．６ ＊＊＊

　　否 ７７．１　 ９６１．９　 １７．９　 ５３．２
正在得到的帮助

　经济帮助
　　是 ８８．０　 ２　４５９．０ ＊＊＊ ３１．２ ＊＊ ６７．９ ＋
　　否 ７５．５　 １　７０５．７　 ２５．８　 ６４．０
　孙子女照料
　　是 ７９．３ ＊＊＊ ２　５０５．４ ＊＊＊ ３６．２ ＊＊＊ ７８．９ ＊＊＊

　　否 ８０．０　 １　８０６．７　 １７．８　 ５１．４
　注：１．为了便于展示分析结果，表５对家务劳动频率和探望父母的频率进行了
重编码。具体来说，我们将帮父母做家务的频率为每周至少一次和几乎
每天的视为经常照顾父母，将探望父母的频率为每个月几次、每周至少
一次和几乎天天联系的视为经常探望父母。

２．Ｓｉｇ是对组间差异进行统计检验的结果。
３．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计算方法是ｅｘｐ（０．５０９）－１，下同。

　　然而，这种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还不足以得到最终的结论，因
为从方法上看，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其他变量的干扰而表现为虚
假相关。所以，要得到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净影响，就必须对那些
有干扰的变量进行统计控制。从表６可以发现，在将父母曾经给予和正
在给予的帮助同时纳入模型，并在纳入所有控制变量以后，父母曾经给
予的经济帮助对子女日后的赡养行为虽然有正面影响，但并不显著。从
孙子女照料这个角度来看，父母曾经帮助照顾小孩能够显著提高子女日
后帮做家务和探望的频率，具体来说，曾经帮子女照顾小孩可以使子女
日后帮做家务的优势提高６６．３％，２经常探望的优势提高５３．０％，但照顾
孙子女对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综合以上模型分析结
果，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部分得到检验。

除了父母曾经给予的帮助，表５还显示，父母正在向子女提供的帮

助也对子女的赡养行为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正在经济上得到父母帮
助的子女会全方位（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提高自己的赡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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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除此之外，在小孩照料方面得到父母帮助也会提高子女帮父母做家
务和探望父母的频率。换句话说，当代中国家庭的代际交换表现出一种
礼尚往来的特点。虽然从一定程度上看，这种频繁的即时性的代际资源
交换可以显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
当代中国，父母能否得到子女高水平的赡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
否同时拥有回馈子女的能力。而且，这种即时性的代际交换不一定能够
真正反映子女的孝心，例如，从父母帮子女带小孩能够提高子女探视频
率这一点来说，仅从分析结果我们并不清楚子女真正探视的是父母还是
他们的子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前文分析的那种延时性的代
际互惠关系对研究赡养行为更有意义。

３．不过，从前文看，儿子更可能得到父母的帮助，所以，代际互惠从性别的角度看是不平衡
的。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家庭观念中，父母帮儿子是应该的，所以儿子可能将
这种帮助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受到的情感触动比较小，而女儿更可能将父母的帮助视为一种
恩赐，从而提高赡养水平。但这个观点是否成立还需要数据的进一步检验。

除了父母对子女的帮助之外，从表５还可以发现，很多子女特征和
父母特征也对子女的赡养行为有显著影响。首先，从子女的性别来看，
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探望频率这一个维度之外，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
照料两个方面对父母的赡养水平都已超过了儿子，所以，与最近很多学
者的发现相同，本文也发现当代中国家庭养老出现了一种以女儿为主
的特点（Ｘｉｅ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０９；唐灿等，２００９；许琪，２０１５）。３其次，子女的
受教育年限对其赡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
正向影响在控制了子女的经济状况以后依然存在。这说明，除了通过影
响收入这个途径之外，子女受教育年限对赡养水平还有独立的净影响。

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影响可以看做父母早年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所带来
的回报（Ｌｅｅ，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养育和赡养的因果关系
在当代中国家庭依然存在（陈皆明，１９９８）。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父母越可能得到子女的赡养，所以，至少就目前来
看，对父母丰厚遗产的期待并不是影响中国子女赡养行为的主要因素。

从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反而更可能得到子女的生活
照料和精神慰藉，所以，从一定程度上看，子女的赡养行为表现出一种利
他主义的性质，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缺乏养老保障的父母更可能得
到子女的赡养和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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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父母的帮助对子女赡养行为影响的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经济支持与否 经济支持数额 家务帮助频率 探望父母频率

父母曾经给予的帮助

　经济帮助 ０．３７０　 ０．２１９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４
（０．３３６） （０．１８４） （０．１６２） （０．１３６）

　孙子女照料（不提供＝０）
　　提供 ０．５１２　 ０．１１８　 ０．５０９＊＊ ０．４２５＊＊

（０．３４０） （０．１８３） （０．１７１） （０．１４７）
　　不适用 ０．８４８＊ ０．０８８　 ０．１９９　 ０．４４６＊＊

（０．３８０） （０．２１５） （０．１９８） （０．１６６）
父母正在给予的帮助

　经济帮助 １．４０６＊＊＊ ０．６８０＊＊＊ ０．３９８＊ ０．３０８＊
（０．３３８） （０．２０４） （０．１８７） （０．１３９）

　孙子女照料（不提供＝０）
　　提供 －０．１０３ －０．１２８　 １．０６２＊＊＊ １．３０４＊＊＊

（０．３４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７４） （０．１５１）
　　不适用 ０．０７８ －０．１４１　 ０．４３７＊＊ ０．３２０＊

（０．３１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７） （０．１３６）
子女特征

　女儿 ０．９１８＊＊＊ ０．３７２＊＊ ０．２６０＊ －０．３２３＊＊
（０．２３８）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９９）

　年龄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有配偶 ０．９４９＊ ０．６９２＊＊ －０．５０６＊ －０．６３０＊＊
（０．４３５） （０．２５８） （０．２４３） （０．２１８）

　受教育年限 ０．１８５＊＊＊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８）

　城市户口 ０．２２５　 ０．４７１＊ ０．２３６　 ０．４１８＊＊
（０．３８７） （０．２１８） （０．２０１） （０．１６０）

　经济状况 １．１２１＊＊＊ ０．８３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１
（０．１９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９）

　居住距离（同村居＝０）
　　同乡镇街道但不同村居 １．３７２＊＊ ０．５２３＊ －１．０８３＊＊＊ －１．９７９＊＊＊

（０．４８４） （０．２４２） （０．２１８） （０．２０１）
　　同区县但不同乡镇街道 ０．９５０＊ ０．４８５＊ －１．７４８＊＊＊ －２．６３０＊＊＊

（０．３８０） （０．２０５） （０．１９４） （０．１７６）
　　同市不同区县 ０．７９４＊ ０．２５１ －２．１９８＊＊＊ －２．９９９＊＊＊

（０．３６０）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４） （０．１７５）
　　其他城市 ０．４６６　 ０．２９１ －４．４３７＊＊＊ －６．００６＊＊＊

（０．３４６） （０．１９８） （０．２３８） （０．２２２）
父母特征

　母亲 ０．３２７　 ０．４１２ －０．３５８　 ０．０２０
（０．３９１） （０．２７０） （０．２１６） （０．１４８）

　年龄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有配偶 ０．０２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１
（０．４６８） （０．３２５） （０．２６３） （０．１７７）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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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济支持与否 经济支持数额 家务帮助频率 探望父母频率

　职业（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０）

　　普通非农职业 ０．４２０　 ０．２０６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８
（０．５８１） （０．３９５） （０．３１９） （０．２１９）

　　农民 １．２８１＋ ０．６５２ －０．８５２＊ －０．６７５＊＊

（０．６７８） （０．４５７） （０．３７３） （０．２５９）

　　其他不便分类的职业 ０．５４６　 ０．２６２ －０．８６１＊ －０．２６２
（０．６８５） （０．４６１） （０．３７０） （０．２５３）

　年收入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生活不能自理 ０．２１１　 ０．４３９　 ０．５７６＊ ０．１８４
（０．４２０） （０．２８８） （０．２３２） （０．１５８）

　自评健康 ０．２５５　 ０．２２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８
（０．１９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０７） （０．０７３）

　存活子女数量 －０．０１７ －０．２４４＊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８
（０．１６７） （０．１１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４）

截距 －７．４８２＊＊ ０．２６１
（２．８１１） （１．８８１）

截距１ －１．１９９ －５．７２９＊＊＊

（１．５２７） （１．０７７）

截距２　 ０．８２８ －２．６８３＊

（１．５２７） （１．０６８）

截距３　 ２．２２２ －２．０８０
（１．５２７） （１．０６７）

截距４ ４．０８４＊＊ －０．７５８
（１．５２９） （１．０６６）

截距５　 １．１５９

　 （１．０６５）

父母数 １　０４９　 ９２９　 １　０４９　 １　０４９
子女数 ２　６９１　 ２　３７２　 ２　６９１　 ２　６９１

　注：１．经济支持的数额存在３１９个缺失值，为了避免损失过多个案，我们没有
使用列删法；对是否提供经济支持使用的是带随机效应的Ｌｏｇｉｔ模型，对
经济支持数额使用的是带随机效应的Ｔｏｂｉｔ模型，对家务帮助频率和探
望父母频率使用的都是带随机效应的定序Ｌｏｇｉｔ模型，下同。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上文的分析同时考虑了与父母同住的子女和不同住子女。但就同
住子女来说，他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无论是他们对父母的赡养，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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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他们的帮助，都无法准确测量，这可能会影响分析结果的有效
性。为了避免数据测量对分析结果的干扰，我们可以将同住子女排除
在外，仅对不同住子女进行分析。虽然这种方法会导致样本量下降，并
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样本选择问题，但它依然不失为一个检验结果稳健
性的有效方法（Ｃｈｕ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０）。从表７可以发现，当仅对不同住
子女进行分析时，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与上文同样的结论。所以，从总体
来看，是否排除同住子女不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太大影响。

４．Ｓｔａｔａ官网的解释说，目前尚未找到一个适用于定序因变量的充分统计量以获得固定效应
模型的估计值。具体可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ａ．ｃｏｍ／ｓｔａｔａｌｉｓｔ／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０３－０９／ｍｓｇ０００９２．
ｈｔｍｌ。

表７：父母的帮助对子女赡养行为影响的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不同住子女）
经济支持与否 经济支持数额 家务帮助频率 探望父母频率

父母曾经给予的帮助

　经济帮助 ０．６９８　 ０．３２２　 ０．２３８　 ０．１７４
（０．４４０） （０．１９８） （０．２２７） （０．１６６）

　孙子女照料（不提供＝０）

　　提供 ０．５４３　 ０．１２５　 ０．８１８＊＊＊ ０．５２５＊＊

（０．４１４） （０．１８９） （０．２２４） （０．１７３）

　　不适用 １．２３４＊＊ ０．２３８　 ０．２４３　 ０．２９１
（０．４７８） （０．２２１） （０．２６４） （０．１９６）

控制变量 略 略 略 略

父母数 ９２９　 ８１５　 ９２９　 ９２９

子女数 ２　１３５　 １　８８７　 ２　１３５　 ２　１３５

　注：１．为节省篇幅，表中只汇报了父母曾经给予子女帮助这个核心自变量的回
归系数和标准误。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６和表７使用的都是随机效应模型，为了得到无偏的参数估计
值，该模型一个关键假定是将所有父母层面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但
在实际研究时，由于理论和数据的双重限制，我们很难保证纳入所有的
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因忽略关键变量而导致的偏差，一种可行的替代
分析方法是“固定效应模型”（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因为这种分析方法
可以内在地控制所有父母层面未观测到的异质性（许琪，２０１５）。不过，

与“随机效应模型”相比，“固定效应模型”的统计检验效率较低，而且对

Ｔｏｂｉｔ模型和定序Ｌｏｇｉｔ模型而言，Ｓｔａｔａ软件尚无法计算带固定效应的
参数估计值，４所以，本文在大多数时候仍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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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不过，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的方法，“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依

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表８中，我们将经济支持数额、家务帮助频率和探望父母频率这

三个因变量暂时视为一般的定距变量，并用带固定效应的线性回归模型

对它们进行分析，而对是否提供经济支持这个因变量，我们使用的是带

固定效应的Ｌｏｇｉｔ模型。从分析结果来看，“固定效应模型”和前文的分

析结果完全一致，所以综合来看，我们的研究结论是非常稳健的。
表８：父母的帮助对子女赡养行为影响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经济支持与否 经济支持数额 家务帮助频率 探望父母频率

父母曾经给予的帮助

　经济帮助 ０．７１９　 ０．１８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４
（０．４９７） （０．１７３）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０）

　孙子女照料（不提供＝０）

　　提供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９　 ０．２３１＊＊ ０．３６２＊＊＊

（０．３９２） （０．１５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３）

　　不适用 ０．８２２＋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９　 ０．２６１＊

（０．４４５） （０．１８２）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７）

控制变量 略 略 略 略

父母数 １　０４９　 ９２９　 １　０４９　 １　０４９

子女数 ２　６９１　 ２　３７２　 ２　６９１　 ２　６９１

　注：１．为节省篇幅，表中只汇报了父母曾经给予子女帮助这个核心自变量的回
归系数和标准误。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三）城乡差异
我们综合前文的分析结果发现，父母帮助照顾孙子女可以显著提高

子女日后帮做家务和探望的频率，所以，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部分得
到数据的支持。但这一结论是在混合城市和农村样本的基础上得到的，

从假设２来看，由于城市的现代化水平高于农村，而且城市子女对父母
帮助的需求也比农村迫切，所以，父母的帮助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可
能在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为了对这一假设进行检验，我们在表６模型
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父母曾经向子女提供的两种帮助和城乡户籍

的交互项。从表９可以发现，经济帮助和城乡户籍的交互项并不显著，

所以，这种帮助在城市和农村的影响差异不大，但孙子女照料在城乡之
间的差异却非常明显。分析结果显示，提供孙子女照料和城乡户籍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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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项在４个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这充分说明，与农村子女相比，城市子女
的赡养行为更可能受其是否曾经得到父母生活帮助的影响。如果分城
乡分别拟合模型（结果未汇报），我们可以发现，孙子女照料的影响在农
村样本中都不显著，而在城市样本中，提供孙子女照料不仅可以显著增
加子女日后帮做家务和探望的频率，而且对子女是否提供经济支持和经
济支持数额（这两个因变量在合并样本中均无显著影响）也有显著影
响。５所以，基于这些结果，我们可以认为父母的帮助（主要是孙子女照料）
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在城市大于农村，假设２也部分得到检验。

５．就经济支持来说，城乡差异一方面可以从城市和农村在现代化水平上的差异来解释。除此
之外，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农村父母的养老保障水平比较低，所以，在农村，子女给钱是为了满
足父母的生存需求，是刚性的，因而受父母帮助的影响较小；而在城市子女给钱则更可能满足
的是父母的发展性需求，是相对弹性的，因而更可能受其与父母感情的影响。

表９：对城乡差异的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经济支持与否 经济支持数额 家务帮助频率 探望父母频率

父母曾经给予的帮助

　经济帮助 ０．２９４　 ０．０６７　 ０．４５０　 ０．０４３
（０．５６２） （０．３０２） （０．２７４） （０．２３２）

　孙子女照料（不提供＝０）

　　提供 －０．１６０ －０．０９９　 ０．２０３　 ０．１０９
（０．４７０） （０．２４５） （０．２３０） （０．２０４）

　　不适用 ０．１５７ －０．３５９ －０．０２７　 ０．３３７
（０．４６８） （０．２６０） （０．２４１） （０．２０９）

城市户口 －１．０４２＋ －０．２５５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５
（０．５９６） （０．３２６） （０．３０１） （０．２５０）

交互项

　城市户口＊经济帮助 ０．０７１　 ０．２３０ －０．５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６８１） （０．３６１） （０．３２４） （０．２７４）

　城市户口＊孙子女照料（不提供＝０）

　　城市户口＊提供 １．５１７＊ ０．６１２＋ ０．６５１＊ ０．６０２＊

（０．６４８） （０．３４８） （０．３１９） （０．２７８）

　　城市户口＊不适用 １．５５９＊＊ １．０５１＊＊ ０．５３２＋ ０．２５６
（０．６０５） （０．３４３） （０．３１５） （０．２６９）

控制变量 略 略 略 略

父母数 １　０４９　 ９２９　 １　０４９　 １　０４９
子女数 ２　６９１　 ２　３７２　 ２　６９１　 ２　６９１

　注：１．为节省篇幅，表中只汇报了父母曾经给予子女帮助这个核心自变量及其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和标准误。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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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讨论

以往关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分析子女对父母

的赡养，很少讨论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以及这种帮助对传统赡养
关系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在２０１２年的试
调查数据以后发现，如今中国父母（特别是城市父母）正在从经济帮
助和小孩照料等方面向他们的成年子女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而且
父母的帮助（特别是小孩照料）对他们日后能否得到子女的赡养以及
子女的赡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所以，中国传统的基于“养育—赡
养”的反馈模式在当代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父母是否在子女成
年以后继续帮助子女，以及这种帮助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联结“养育”
和“赡养”的重要一环。
在传统中国社会，孝道伦理和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社会评价

机制是确保子女履行赡养责任的主要途径。而在现代社会，随着孝道
的衰弱和熟人社会的解体，道德的约束力量已经越来越弱，在这种情况
下，通过父母对子女的持续帮助来巩固和维系亲密的代际关系，并强化
子女对父母的感激之情，将会成为获取子女赡养的重要途径。本文对
城市和农村的比较研究发现，在农村，父母帮子女照顾小孩对子女赡养
行为的影响较弱，而在城市这种影响则比较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
上述观点。
上述研究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和实质都将发生变化。首先，就代际关系的
内容看，那种自下而上的单方向的代际资源流动将不复存在，未来中国
家庭代际的资源流动一定是双向的，换言之，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和父母
对成年子女的帮助都将在代际交往中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所以，在
未来，我们将越来越难隔离父母对子女的帮助来单方面研究子女对父
母的赡养。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无法抛开子女的赡养责任来研究
父母对子女的帮助。所以，对未来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一定要充
分关注交往内容的双向性和复杂性。
其次，就代际关系的实质来看，现代社会所推崇的平等互惠观念可

能会成为指引代际交往的基础，而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会不断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传统的家庭行为在现代社会虽然能够得到延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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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实质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以家庭养老为例，迫于中国严峻的老龄
化趋势和“未富先老”的客观事实，我们预计家庭养老将在未来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赡养父母已不再
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子女的赡养行为也不再受传统道德规范
和性别、辈分等先赋性因素的制约，而在更大程度上受自身能力和父母
对子女帮助水平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那么家庭养老的“形”虽然在延
续，但也是“形同而实异”了。在未来，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中
国传统的代际关系还会发生变迁，无论是“形”的变迁还是“实”的变迁
都需要引起我们研究人员的关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和自身研究能力的限制，本文的分

析结果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首先，本文试图分析的是在现代化的
背景下，特别是在父母普遍向其成年子女提供各种形式帮助的情况下，
中国传统的赡养关系将会如何发生变化。但实际上，由于没有历史追
踪数据，本文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通过城乡比较研究来间接探
讨赡养关系的变迁。一般而言，虽然农村人的观念比城市传统，但城乡
之间除了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之外，还存在其他重要的差异，如家庭分工
模式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所以，要充分解释本文发现的城乡差异，还有
很多很细致的工作需要去做。其次，本文提出的两个研究假设都只是
部分得到数据的支持，特别是研究发现父母曾经提供的经济支持似乎
对子女的赡养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父母是否
给子女经济帮助与子女自身经济条件的关系比较强，而那些因为生活
困难而得到父母帮助的子女可能受自身能力限制，无法在日后给予高
水平的赡养。不过，这一解释是否成立还有待后续的研究加以检验。
最后，本文使用的虽然是一个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但它毕竟只是一个
包含１　０００多位老人的试调查数据，所以，研究结论是否可靠也需要后
续更多的研究进行反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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